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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某程度上的雙面特質（dupl i c i t y），兩面迎合，既代表異族，又代表本土文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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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Interpreting	identity”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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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Wi l l i am 	 Ca i ne（威廉堅）的記述，得知他1840年履新香港之時，兩人從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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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密函，而當時政府內不滿高和爾的人，都強調此事；蓋這點當時可以被看作對血統、種族
對英國國家及政府忠誠的重要關鍵，亦即是本文要探討譯者立場是否忠實可靠的重要線索。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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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傳譯員（interpreter	 to	 cour t），同時在威廉堅擔任裁判司的裁判司署內，以英
磅年資325當口譯。13從1847年起，除擔任口譯員外，他又開始在政府內擔當各式各










































員是否瀆職（civil	 service	 abuses	 inquiry）。當時的《倫敦與中國電訊報》（London	
and	 China	 Telegraph）也有報導，指香港高層官官相衛，結黨營私，報導用詞辛辣；
實際矛頭是指向英國本土同屬保首黨的英國首相Lord	 Palmerston（1840年為外相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	 1855為首相）指他們若不處理，則包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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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港，到港後，本由船家Chun	 Chuen	 Tai及他的妻子Chun	 Cheong	 She帶到澳門。但
George	Perkins一直沒有到澳門，在香港亦尋遍不獲，行李亦失蹤。警方拘捕了船家兩人，
後來證明兩人謀財害命，殺害Perkins後把他掉到海中。駐廣東的美國領事及美國洋
行Messrs .	 Williams,	 Anthon	 and	 Company負責人後來致函香港布政司（Colonial	
S e c r e t a r y），67高度表揚高和爾，若沒有高和爾精明能幹，能從船家套取大量資
65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1849,	(CO	129/30,	255-303).
66	 Norton	Kyshe,	HLCHK,	349.
67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1854	(CO	129/46,	30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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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Perkins一定下落不明。這點已證明，並非只是法官、政府信任他已而，他是獲得中
西市民的信任。此後高和爾在政府內的官運更亨通，甚至每當總警司離港的時候，他便
擔任署理總警司一職。
高和爾在警署內，可以說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特別是他是總警司威廉堅多年的
朋友以及同夥幕僚。而他在法庭方面的工作，從來沒有因為任職警署工作而減輕。從
法庭紀錄可見，從1845年高和爾正式出任第一場審訊作傳譯人起，到他1875年離世前，
政府一直十分依賴作為專業傳譯人員的他，每當高和爾放假或請辭，法庭必遇到的困
窘難堪的境況，大法官例必強調找到合適譯員的重要性以及急切性。68譬如在1849年，
擔任檢察官（Crown	Prosecutor）的Mr.	Parker就曾在庭上明言：
民事案件方面，根本沒人擔任通譯。三個月以來，中國人因為找不到通
譯，無法審案。至於刑事，當然有高和爾作通譯，但他同時又是身兼警
司之職，因此他對於被告時常又是控方證人。他能舉出最近發生的一
宗案件，給原告作通譯的人，就是對方的主要證人。即使高和爾是一位
如何正直秉公辦理的人，他兩種身份任務本身就是衝突。69
檢察官指出高和爾身份重疊，立場不清，根本不可能協助審訊。這種因缺乏通譯人
材而令法庭癱瘓的事，一來因為香港當時是缺乏這方面的專材，另一方面就是上文所
示，法庭及政府是否確切信任其他譯員，特別是中國籍的譯員。在1850年12月16日的
刑事法庭上，審理一宗被告Chum	 Ayee傷人案件時，陪審團主席對法庭的傳譯內容感
到懷疑，提出反對。然而，陪審團主席不願意公開反對理由，因他認為牽連甚廣，雖然
法官堅持陪審團說出反對理由，但是陪審團卻堅持不公開宣布，最後法官下令撇清這
通譯員唐亞植的翻譯部分，是否有錯；這種舉動，無論背後原因何在，已大大影響司法
獨立精神，以及法官審案公正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對華人譯員能力的懷疑及不信任，
已達到侮辱的階段。法庭在不信任華人譯員又任用他，只是因為，1850年正正就是高和
爾在香港工作7年後，因健康理由向政府申請回新加坡休假的時候。70
高和爾休假回港後，又向政府要求增加薪水；特別是，他指身為法庭傳譯、助警
司、署理警司等要職於一身，比起他1843年加入政府工作時，薪水還要低。總警司當
68	 法庭大法官每當高和爾不在香港、缺席法庭、請辭時，都會感慨傳譯人材的凋零。Norton -
Kyshe,	HLCHK,	293;	327;	361.
69	 Norton-Kyshe,	HLCHK,	223.
70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1850	(CO	129/34,	198-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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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大力支持他，並明言他是一位有熱誠幹勁，忠誠的公職人員；71而港督般含也表明
支持；72但是，英國認為他不懂得書寫中文，未能幫忙書面翻譯，因此拒絕他加薪要求。
第四任港督執政時的1855年7月1日正式呈辭，當時的報紙，開始戲謔政府，指政府管
治香港過程中，沒有高和爾一天不成，這其實是直接諷刺政府及港督無能，未能有效治
港。因此，高和爾辭呈後兩天，政府便於7月3日出人意表地接納了他的要求，在憲報刊
登了高和爾辭職的事情，並於1855年8月1日安排了繼任人Alexander	 Grand-Pre當法
庭的傳譯員。可惜的是，這位繼任人，的確不能代替高和爾，因為不久在一宗民事審訊
中，因為缺乏適當的傳譯，法官認為不能繼續審訊。而聆訊的人，就是後來成為高和爾
的宿敵Anstey。1856年2月1日，剛到香港履任的Anstey要審理一宗毀約的審訊中，為了
要了解原告的偽證，他用在了解傳譯員說明中文的部分，比在審理整個案件的時間還
要多。而剛巧於當日，辭職不幹的高和爾因在庭上旁聽審訊，居然被法官請到庭前當臨
時傳譯員，整個案件才可以順利完成。73然後又在1856年4月，因陪審團對通譯不滿意，
涉及華人的一宗案件又需要終止。大法官看到這情形，便當場向陪審團指出，這樣下去，
將無法審訊，同時向政府要求重新聘用高和爾。終於到了1856年11月15日，政府為了找
到一個能重用高和爾，並提高他薪水的方法，就是同時任命他為總登記官（撫華道）、
政府總譯官，並委任他為太平紳士。於是，高和爾以一位譯者的身份，走進殖民政府管
治階層的核心，並在1856年11月28日宣誓，就職上任以上三個職位。
當時的總督寶靈願意任用高和爾作總登記官，並同時首創撫華道一職（後於1913
年改為華民政務司），是由於他來港上任之前，已察覺到大多數官員無法與本地普羅市
民溝通，造成施政行政癱瘓；寶靈原是英國國會議員，於1849年到廣東出任英國領使。
他看到高和爾受華洋兩方的信賴，一來是欣賞他的處事能力，另一點就是賞識他與本
地市民溝通的能力。高和爾上任撫華道一職後，政府公告（The	Government	Gazette）1856
年12月4日表示，如有任何華人市民，不能理解香港法律條文，或者認為他們在任何案
件中有申訴的地方而無處求助，都可以寫信約見撫華道——高和爾，或直接到他位於
警察局旁（中環的高街）的辦事處。74從這裡看到，政府的確有心增加管治者及被管治
者溝通的渠道；而這個管道，在時代限制下，卻只有高和爾一人能接通。
寶靈這個措施用意良好，特別是香港早年所有政府文告公告、民間的報紙，都是
英語，平民百姓要明白政府施政及文告的內容，本來就是十分艱鉅；加上平民百姓受教
育機會甚低，更不要說接觸英語的機會；而外籍官員根本不懂華文，華人要理解政府施
71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1855	(CO	129/49,	64-83).
72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1855	(CO	129/53,	435-436).
73	 Norton-Kyshe,	HLCHK,	371.
74	 The	Government	Gazette,	1856.12.4；Norton-Kyshe,	HLCHK,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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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官員要理解市民的需要，可以說是難之又難。寶靈多次寫信回英國國會指出問題，
因為政府其實也不願意因為缺乏譯者而癱瘓整個行政程序及管治制度。因此，當香港
市民及輿論界看著政府如何被一個區區的譯者牽制的時候，殖民政府與英國國務大臣
就已著手計劃及討論如何可以長遠改善管治者與市民間的鴻溝。終於，1855年7月2日，
殖民地部大臣Lord	 John	Russel l向英國及殖民政府發出了一封信，指在將來香港殖
民政府架構內，能說中文的外國籍公務員，將有助升遷加薪，這直接促成香港政府後來
培訓專業翻譯人員的決心，以及開創了翻譯專業化的里程碑。
寶靈任用高和爾為總登記官，本來用意良好，而就當時政府內部人材而言，要改
善與華人溝通的情形，寶靈也沒有很多選擇；高和爾的例子至今說明，當時的殖民政
府，只要譯員有足夠能力應付工作上的要求，政府所提供的升遷機會絕對不少，特別是
對英籍譯員，可以說是重用有嘉。但是，寶靈此舉的隱憂，已非常明顯，即是高和爾擔
當總登記官兼撫華道後，工作量有增無減之餘，各種角色重疊，利益與矛盾帶來的衝
突，處身在兩個世界的人物都有心無力，無法干涉、調停以及解決。而對於法律界人士
而言，更恐怕當時權傾天下、中外的高和爾，帶來更多傾軋權力的機會。為香港早期
法庭史留下了詳細記錄的Norton-Kyshe法官，看到政府過份倚重高和爾一人，而看不
到隱憂及即將會帶來後患無窮的問題時，引不住明言：“賦予巨大的權力給高和爾，轉
眼我們即將可以看到，權力將幻化成他的私利”。75到了1857年，首席檢察官Anstey終
於發難，指控殖民政府權責不清。並以切身在香港的感受，指出管治者與被管治者分為
兩端，只由譯者一人獨能溝通兩界的不合理情形。只是，改善體制的代價，是玉石俱焚，
所有重要官員都受牽連，港督被撤換，疑犯在太多輿論前設的審訊下，得不到公平的審
訊。而這困擾香港開埠期的大事結束後，政府終於立出多項新措施與方案，改善翻譯與
殖民管治帶來的問題。※
75	 				Norton-Kyshe,	HLCHK,	410.
